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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
的特征。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
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是非
常可观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缓解了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使
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瞄准偏差，是导致“益贫困地区”
大于“益贫困户”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扶贫资
金的瞄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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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按照世界银行 1 天 1 美元的贫困标
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 1981 年的 7. 3 亿人下
降到 2008 年的 9700 万人，减少了 6. 3 亿人，贫困
发生率从 73. 5% 下降到 7. 4% ( World Bank，
2011 ) 。按照官方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
2002 年的 8645 万人下降到 2010 年的 2688 万
人，贫困发生率从 9. 2%下降到 2. 8% ( 国家统计
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 ) 。中国扶贫成就是在
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双重宏观

背景下取得的。经济增长为减缓贫困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但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阻碍经济增长

的成果涓滴到穷人。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
长的边际减贫效益开始呈现递减趋势，当经济增

长的益贫效应逐渐下降，面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群的扶贫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新世纪以来，各

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缓解不断扩大的收入差

距对贫困人群的影响，2002—2010 年，专项扶贫
资金总额从 250. 2 亿元增加到 606. 2 亿元。尽管
如此，目前仍然存在诸多因素限制扶贫政策发挥

作用，关注这些因素是在再分配领域有效干预贫

困人群收入和福利的重要基础条件。
本研究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

过建立农村扶贫政策和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将扶

贫政策、收入分配和减贫联系起来。本文没有试图
进行完整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利用统计数据和已有

的实证研究成果对中国近 10 年来扶贫政策对收入
分配和减贫的影响做出一个总体判断。目前并没
有文献从这样的角度分析扶贫政策与收入分配的

关系，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本文也将扶贫政策
对分配的影响扩展到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脆弱性
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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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扶贫政策和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

关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的研究
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近期的研究越来越注

重从技术和实证的角度分析特定区域内经济增长

或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或者通过回归估

计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减贫弹性，或者通过对贫困

变动进行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效应分解，如林

伯强( 2003 ) 、胡兵等( 2007 ) 、杨颖( 2010 ) 。尽管
对经济增长或收入分配的减贫弹性的具体结果因

为不同的数据和分解方法而有所不同，但是不断

扩大的收入差距阻碍了减贫进程却是一个基本的

共识。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减贫弹性是从经济增

长———收入分配———减缓贫困的三角关系去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忽略了贫困地区对收入分配有重

要影响作用的一环———扶贫政策。尽管扶贫政策
在广义范围内仍属于收入分配政策，但是由于目

前研究收入分配时狭窄的定义———多是从基尼系
数、洛伦茨曲线等收入结果的维度出发，而不能
在分析框架中有效考虑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作

用。实际上，随着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不断下降，
扶贫政策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主导收
入分配格局的仍然是经济制度因素，如初次分配

和再分配涉及到的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要素
市场制度、财税体制、公共服务体系等，但是对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群，扶贫政策却发挥了更直接并

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IFAD，2011 ; 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2005 ; 世界银行，2009 ) 。因此，有必要从
更广泛的范畴和更有效的实证角度去分析关于经

济增长———收入分配———贫困减缓———扶贫政策
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相互关系已经有非常广

泛的讨论，但是关于扶贫政策和收入分配之间的

相关研究却并不多见。扶贫政策和项目的复杂性
使研究其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非常困难。扶贫
政策涉及部门众多，资金和项目投入渠道、管理
方式、减贫机制各不相同，难以从总体上估计扶
贫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和减缓贫困的影响。农村
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因为其具体的政

策项目而有所区别。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政府
实施的农村扶贫战略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同时也

针对特定人群实施了救助性扶助。对扶贫政策进
行简单划分，可以分为补贴性政策和开发式政

策，前者直接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影响，后者对

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间接影响。政策性补贴直接增
加特定贫困人群的收入，因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

响。而开发式扶贫政策则通过实施发展项目提高
贫困人群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和能力，间接对贫

困人群的收入产生影响。
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和能力的缺失既是

贫困的表现维度，又决定了特定群体在收入分配格

局中的地位。收入差距扩大看似是影响经济增长
减贫效果的原因，实际是收入较低群体缺乏分享经

济增长成果机会和能力的表现( Sen，1999 ) 。分享
经济成果的机会和能力决定了特定群体在收入分

配格局中的位置，因为不能分享经济成果，所以收

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陷入贫困循环。扶贫政策的
实施会对贫困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和能

力产生影响，进而创造改变其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

不利地位的可能。扶贫政策和项目落实到农户，可
以分为提高生产能力、促进市场参与、缓解脆弱性
等维度，提高生产能力的项目包括种植业、养殖业
等，促进市场参与的如农业产业化、劳动力培训、小
额信贷等项目，而缓解脆弱性主要由补贴式扶贫政

策如低保、贫困补助等发挥作用。通过贫困人群的
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和能力这一概念连接起扶贫

政策、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简要的分析框架见
图 1。

图 1 农村扶贫政策和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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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的变动趋势

( 一) 农村收入分配变动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

数从 1981 年的 30. 9% 上升到 2008 年的 46. 9%
( 世界银行，2009 )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不断
扩大，1990—2010 年，农村内部基尼系数不断增
加，城乡收入比也不断扩大。2010 年，农村内部基
尼系数达到 37. 83%，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为 3. 2(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
办公室，2011) 。
贫困地区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

2002 年以来扶贫重点县按五等份分组的收入差距
不断扩大，最低收入组占最高收入组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21. 59%下降到 2010 年的 17. 38%。从
增长速度看，收入越高的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

长速度越快。2002—2010 年，最低收入组的农民
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 11. 1%，中低收入组年均递
增 11. 7%，中等收入组年均递增 12. 4%，中高收入
组年均递增 13. 1%，最高收入组年均递增 14. 1%
( 见表 1) 。

表 1 扶贫重点县按五等份分组的
农民人均纯收入 ( 元，% )

年份
低收
入户
中低收
入户
中等收
入户
中上收
入户

高收
入户

最低组
占最高
组比例

2002 519. 3 903. 4 1174. 9 1522. 5 2405. 8 21. 59

2003 501. 4 934. 2 1278. 4 1725. 4 2930. 4 17. 11

2004 567. 4 1050. 8 1446. 4 1958. 8 3354. 4 16. 92

2005 649. 4 1172. 1 1589. 6 2106. 1 3506. 6 18. 52

2006 734. 4 1284. 9 1746. 8 2359. 2 4048. 0 18. 14

2007 810. 3 1504. 8 2066. 3 2785. 2 4830. 6 16. 77

2008 1007. 5 1761. 4 2392. 0 3218. 2 5421. 7 18. 58

2009 1081. 5 1894. 3 2590. 2 3502. 5 5984. 5 18. 07

2010 1203. 7 2193. 7 2999. 4 4073. 9 6927. 1 17. 38

增长率 11. 1 11. 7 12. 4 13. 1 14. 1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
告 2011

( 二) 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减贫进程

从贫困人口规模和发生率来看，2002—2010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8645 万人下降到 2688
万人，减少了 68. 9%，其中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
从 4828 万人下降到 1693 万人，减少了 64. 9%。
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9. 2%下降到 2. 8%，扶贫
重点县贫困发生率从 24. 3%下降到 8. 3%。全国
农村贫困人口比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下降速度更

快。扶贫重点县中贫困人口比例占全国比例逐渐
增加，由 2002 年的 55. 85% 增加到 2010 年的
62. 98% ( 见表 2 ) 。

表 2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和扶贫重点
县贫困规模及比重 ( 万人，% )

年份
贫困标准
( 元)

全国农村 扶贫重点县

贫困
人口

贫困
发生率

贫困
人口

贫困
发生率

重点县贫
困人口占
全国比例

2002 869 8645 9. 2 4828 24. 3 55. 85

2003 882 8517 9. 1 4709 23. 7 55. 29

2004 924 7587 8. 2 4193 21. 0 55. 27

2005 944 6432 6. 8 3611 18. 0 56. 14

2006 958 5698 6. 0 3110 15. 4 54. 58

2007 1067 4320 4. 6 2620 13. 0 60. 65

2008 1196 4007 4. 2 2421 11. 9 60. 42

2009 1196 3597 3. 8 2175 10. 7 60. 47

2010 1274 2688 2. 8 1693 8. 3 62. 98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

告 2011

( 三) 经济增长的益贫效应

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在于当

全社会的收入分配比较均等的时候，社会中各群体

在劳动回报、市场进入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差异
相对较小，因而都能比较容易的获得经济增长的成

果，甚至原本收入较低群体的边际报酬可能更大，

可能获得更快的收入增长速度。这种收入分配格
局对减缓贫困是非常有利的。一旦收入分配格局
恶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较低的群体受应对

市场的脆弱性、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等因素影响，
将越来越难以平等的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增加收

入，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对减缓贫困起到阻碍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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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者可以被认为是促进贫困群体共享经济增
长成果的益贫式增长* ，而后者则相反。
从收入增长速度角度，徐丽萍和王小林

( 2011) 定义贫困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社会平
均收入增长速度为利贫的增长。根据这一定义，笔
者利用国家统计局收入分组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

2000—2010 年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不利贫的。
2000—2010 年，社会平均增长率为 6. 7%，而贫困
人群增长率为 6. 22%。在 4 个增长期内( 2000—
2002 年，2003—2005 年，2006—2008 年，2008—
2010 年) 只有 2003—2005 年是利贫的。根据同一
定义，笔者发现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经济增长是利贫

的，但利贫的收益率逐渐递减。2008—2010 年受
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不利贫现象。
经济增长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却不“益贫困

农户”的特征。2002—2010 年，扶贫重点县中农民
人均纯收入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不断上

升，但是在除 2010 年以外的其他年份，贫困户人均
纯收入占全国农民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2002—2008 年，居住在扶贫重点村农户的收入增
长速度最快，其次为居住在扶贫重点县的农户和全

国农户，而贫困户的收入增长速度最低，仅为

3. 32%。2002—2009 年，贫困户、扶贫重点县农户
和全国农户的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 2. 75%、
11. 76%和 11. 04%，扶贫重点县农户收入增长速
度最快，受经济危机等因素影响，2009 年贫困户收
入甚至比上一年略有下降。贫困户收入占全国农
村居民的比重 2002—2009 年持续下降，从 2002 年
的 1 /3 下降到 2009 年的 1 /5。而生活在扶贫重点
村和重点县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比重在此期间保持了稳中略升的趋势。到 2010
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贫困标准，贫困人群的收入

占全国农村平均和重点县的比例都有大幅度增加

( 见表 3) 。

表 3 贫困户与其他农户人均纯收入比较 ( 元，% )

年份 贫困户
重点村
农户

重点县
农户

全国
农户

贫困户 /
全国农户

贫困户 /
重点县农户

重点县农户 /
全国农户

2002 813 1196 1305 2476 33 62 52

2003 814 1326 1406 2622 32 58 53

2004 853 1488 1585 2936 29 54 53

2005 860 1633 1725 3255 26 50 52

2006 869 1815 1928 3587 24 45 53

2007 977 2165 2278 4140 24 43 55

2008 989 2485 2610 4761 21 38 54

2009 983 2842 5153 19 35 55

2010 2003 3273 5919 33. 8 61 55

至 08 年增速 3. 32 12. 96① 12. 25 11. 51

至 09 年增速 2. 75 11. 76 11. 04

至 10 年增速 11. 9② 12. 18 11. 51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3—2011)

注: ( 1) 重点村农户收入数据只统计到了 2008 年，因此其收入增速只计算 2002—2008 年区间; ( 2) 贫困农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理

论上应该略低于贫困标准，国家统计局对 2010 年的贫困人口测量的标准是 1274 元，但是在对贫困人口收入的报告上是参照了 2300

元的新贫困标准，因此需要谨慎理解 2010 年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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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扶贫政策既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构成部分，也会

对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构成影响。农村扶
贫政策中的补贴式救助项目直接增加贫困人群的

收入，而扶贫开发项目则通过提高贫困人群分享经

济成果的机会和能力间接对收入格局产生影响。
新世纪以来，农村扶贫政策对不断恶化的收入分配

格局发挥了缓解作用，但是仍存在改进的空间。
( 一) 农村扶贫政策实施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开发式扶贫政策演变

可以分为 4 个阶段: 针对特殊贫困地区的扶贫开
发( 1985 年以前) 、以区域瞄准为主的扶贫开发
( 1986—1993 年) 、改善资金投入和贫困瞄准的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 年) 和以整村
推进为主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2001—2010 年)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年) 》将扶
贫开发的重点从贫困县转向贫困村，强调群众参

与，采用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方法制定贫困村的发

展规划。2002 年全国共选定 14. 8 万个贫困村，
专项扶贫开发以行政村为单位开展。新世纪开发
式扶贫政策主要包括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劳
动力培训转移、移民搬迁、贫困村级互助资金等。
在这一时期政府还主导实施了农村低保制度、农
村大病救助、两免一补政策性补贴项目。新世纪
以来反贫困组织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动员了广泛

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扩大了基层执行主体的赋

权和参与过程，瞄准贫困的机制不断改善，扶贫

项目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针对贫困地区和人群
的扶贫投资不断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向结构越来

越趋于贫困地区的需求，由政府主导的专项扶贫

项目有效改善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环
境，使贫困地区收入和消费表现出更快的增长速

度，提高了贫困地区人口在市场、就业等各方面
的机会和能力。
( 二) 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

农村扶贫政策通过扶贫项目安排资金投入对

收入分配产生影响，2002 年以来，扶贫资金投入
不断增加，项目覆盖率逐步提高，有效提高了贫

困地区的收入水平，从而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

影响。

1. 扶贫资金的总体影响。2010 年，财政共投
入 606 亿元扶贫资金，平均每个扶贫重点县到位扶
贫资金超过 1 亿元。2002—2010 年扶贫资金的总
量、到县、到村、到户扶贫资金都表现出增加的趋势
( 见表 4) 。其中，扶贫资金总额和到县扶贫资金保
持年均 11%以上的增长速度，到村和重点村的扶
贫资金保持年均 22%以上的增长速度，到户的扶
贫资金年均增长 7. 5%。在县、村、农户 3 个瞄准
层次上，到村资金增长趋势尤为明显，充分表明了

以村为单位的瞄准战略。

表 4 2002—2010 年扶贫资金投入情况

项目 2002 年 2010 年 绝对
增量

年均递增
( % )

扶贫资金总额
( 亿元)

250. 2 606. 2 355. 9 11. 7

到县扶贫资金
( 万元)

4227 10240 6013 11. 7

到村扶贫资金
( 万元)

3. 9 20. 3 16. 5 23. 1

到重点村扶贫资
金( 万元)

5 27. 9 22. 9 22. 1

到户扶贫资金
( 元)

806 1436 630 7. 5

重点村到户扶贫
资金( 元)

829 1481 653 7. 5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

告 2011

在大量扶贫资金的投入下，居住在扶贫重点

县和重点村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平均

水平。其中重点村农户人均纯收入从 2002 年的
1196 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2485 元，增长了 1 倍
多，平均每年增长近 13%，而同期全国农村居民
收入从 2476 元增加到 4761 元，增长了 93%，年
均增速为 11. 5%，重点村农户人均纯收入占全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48. 3%
上升到 2008 年的 52. 2%。扶贫重点县农户在
2002—2010 年也有比全国更快的增长速度，增速
为 12. 2%，扶贫重点县中农户人均纯收入占全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52%增
加到 2010 年的 55%。扶贫重点县和重点村农户
收入较快的增长速度充分表明扶贫政策和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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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农户自己报告的扶贫成果* 来看，2010 年扶

贫重点县中参与扶贫项目的农户户均使用扶贫资

金 1406. 5 元，共带来纯收入增加 526. 4 元。每 1
元的扶贫投资能使扶贫重点县农户增加纯收入

0. 37 元。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01—
2010) 评估课题组( 2009) 的研究，2008 年扶贫资金
投入对家庭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第一产业纯
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 0747、0. 1822 和 0. 1578，
对扶贫重点县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该
研究发现到户扶贫资金对全国重点县的贫困发生

率减少的贡献率为 10. 5%，对贫困深度和贫困强
度减少的贡献率为 34%和 38. 4%。这说明到户扶
贫资金对减缓农村贫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 开发式扶贫政策的影响。新世纪扶贫政策
中主要的扶贫项目如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移民
搬迁、劳动力培训转移都属于开发式的扶贫政策。
由于扶贫资金影响机制复杂，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的

方法( PSM) 估计到户扶贫资金对收入的影响成为
相对合理的研究方法。岳希明等 ( 2010 ) 利用
2006—2009 年扶贫监测的数据对项目户和非项目
户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进行了倾向得分匹配的

比较。其结果显示，项目户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明
显高于非项目户。去除退耕还林还草补贴后，把扶
贫资金仅仅局限在以农民脱贫为目的( 开发式扶

贫政策) 的扶贫资金投入的话，项目户与非项目户

在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上的差异愈加明显。贫困
户中，项目户的增收幅度也显著大于非项目户。这
表明，如果贫困户能够得到扶贫资金的话，其收入

会有显著的增长，到户的扶贫资金投入具有显著的

脱贫效应。
从表 5 中可以发现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在

2007—2009 年如果能够获得扶贫资金投入的话，
其纯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 44. 18%、48. 35% 和
47. 43%，远高于这 3 年贫困户 12. 43%、1. 23%和

－ 0. 61%＊＊＊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扶贫政策瞄准偏
差的同时也存在非常大的改进空间。
评价开发式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面临

诸多约束: 首先，农户收入的影响有很多因素，缺乏

有效的数据难以把收入的增加归结为开发式扶贫

政策的作用; 其次，通过到户扶贫资金估计开发式

扶贫政策对收入的影响无疑会低估扶贫资金的整

体贡献; 最后，由于各类项目的影响机制各异，也难

以对具体项目的扶贫效果进行评价。尽管如此，仍
有一些研究通过评估主要扶贫项目对贫困村和贫

困户收入的影响，为评价扶贫政策和项目对收入分

配的影响提供依据。

表 5 项目户和非项目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 ( % )

指标名称 2007 2008 2009

包括退耕还林还 项目户 16. 40 18. 44 9. 21

草补贴 非项目户 12. 26 12. 92 5. 23

不包括退耕还林还 项目户 19. 16 16. 49 21. 59

草补贴 非项目户 7. 89 11. 47 6. 75

项目户 20. 21 15. 85 21. 71
有劳动力的农户

非项目户 9. 11 10. 19 7. 36

有劳动力的 项目户 44. 18 48. 35 47. 43

贫困户 非项目户 33. 07 36. 35 28. 46

数据来源: 岳希明、王萍萍、关冰．农村扶贫资金效果评估———

以扶贫重点县为例．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

困监测报告 2010，2011

在整村推进实施的 2002—2008 年，扶贫重点
村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达到 9%，比扶贫重点县和全
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0. 7 和 1. 4 个百分点( 国家统
计局农村司，2003，2009 ) 。典型调查表明，在整村
推进进展顺利、投资量较大的贫困村，全村农民人
均纯收入在 1 ～ 2 年内能提高 50%以上，整村推进
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效果十分明显( 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2007 ) 。Park 和 Wang ( 2010 ) 利用计量经
济模型分析了整村推进对贫困村和贫困户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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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监测数据对农户自己报告的包括种植业、林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其他生产行业、修建基本农田、人畜饮水工程、修建及改
建公路、电力设施、电视接收设施、学校及学校设施、卫生室及设施、技术培训、扫盲资助儿童入学、退耕还林还草补贴以及其他 16 项主要扶
贫项目成果带来的纯收入的增加的加总。根据 2010 年贫困监测数据计算
该研究还指出了理解研究结果需要注意的部分: 首先采用到户扶贫资金作为扶贫资金投入，无疑会大大低估整体扶贫资金投入的减

贫效果; 其次，该研究建立的农户收入决定模型，以此估计扶贫资金对收入的弹性系数的研究思路是建立在所有到户扶贫资金都作为生产

资金投入进去了，而实际情况显然可能存在差异

根据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数据，贫困户的纯收入增长速度均按照名义货币计算，并未考虑物价因素



影响差异。分析结果表明，2001—2004 年贫困村
农户的收入增长速度要比同一个县内非贫困村农

户的收入增长速度高约 2%，而且这一结果在统计
上非常显著。同一时期，整村推进村农户的收入增
长速度要比非整村推进村高 8% ～ 9%，但这一结
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通过贫困户和富裕户收入
和消费的村级配对，研究发现整村推进村中富裕户

的收入和消费的增速显著高于非整村推进村富裕

户的收入和消费的增速，说明在整村推进中，真正

受益的群体是贫困村中相对较富裕的农户。
利用 2008 年对 67 个扶贫重点县 2000 多户农

户的调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
评估课题组( 2009) 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培训转移对
扶贫重点县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培训使扶
贫重点县劳动力外出的概率提高了 10%左右，每
增加 1 个外出务工者使家庭的人均收入增加
2% ～4%。家庭中户主如果接受培训，会使家庭人
均收入增加 3% ～ 7%左右。培训对低收入组和较
高收入组的影响较小，表明劳动力转移培训主要受

益对象是贫困地区中等收入组的农户。
主要扶贫开发项目如整村推进和劳动力转移

培训等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居住在扶贫重点县和重

点村的贫困人群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和能力，使居

住贫困地区的农户有更快的收入增长速度。但是
扶贫政策和项目对收入分配的缓解作用并不能平

等的被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户享有，扶贫政策和项

目的主要受益者是相对富裕的农户。扶贫政策和
项目从总体上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发展环境和条件，

缩小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但在有利于区

域差距缩小的同时，却扩大了贫困地区内部的差

距。即便有些扶贫政策和项目采取了贫困户受益
和参与的政策设计，如贫困村级互助资金规定贫困

户借贷的优先性，但是出于项目实施成效和资金安

全问题，仍不能排除贫困村中相对富裕农户主要受

益的趋势。
3. 补贴式扶贫政策的影响。补贴式扶贫政策
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更直接。2001—2010 年农
村贫困地区实施的补贴式扶贫政策主要包括: 退耕

还林还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病救助、农业
生产补贴、寄宿制学生补贴等。
吴国宝等( 2008 ) 对 2006 年和 2007 年的 577

个扶贫重点县的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的分配效应

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两补”政策的实施，增加了
受益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从而对减缓扶贫重点县农

村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两补”
政策对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3 个贫困
衡量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减缓作用。2006 年样本
农户收入分配的基准基尼系数为 0. 324，扣除粮食
直补、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后基尼系数
分别增加了 0. 0018、0. 0003 和 0. 0021，增幅分别为
0. 6%、0. 1%和 0. 6%。2007 年 3 项扣除后增幅分
别为 0. 6%、0. 1%和 0. 7%。表明扣除“两补”后，
扶贫重点县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所恶化，换言

之，“两补”政策的实施减轻了贫困地区农户间的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利用 2002 年和 2009 年农村贫困监测住户调

查数据，吴国宝等( 2010) 对取消农业税、免除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学费、农业生产补贴、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退耕还林还草、救
灾、救济、到户扶贫等 12 项“多予少取”的政策进
行了总体评估。其研究发现，2009 年“多予”政策
使扶贫重点县农户人均收入增加 174 元，通过“少
取”政策减少支出 70 元。12 项“多予少取”政策所
产生的收入，相当于 2009 年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
纯收入的 8. 6%。扶贫重点县中有 97. 5%的人口
从“多予少取”的政策中获益，但高收入农户人均
受益金额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多予少取”政策
贡献了 2002—2009 年扶贫重点县农民收入增长额
的 14. 2%，对收入最低 10%的农户的收入增长的
贡献率更高达 31. 5%。
( 三) 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的间接影响

尽管补贴式的扶贫政策对农户的收入有直接

影响，但是却是一种类似“输血”的扶贫方式，因
而，在过去的十年中，扶贫政策的资金投入类型主

要是开发式扶贫政策。由于开发式扶贫政策投入
主要是道路、桥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单纯
从收入角度考察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必然

会低估扶贫政策的效果。因而有必要从贫困农户
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和能力去考察扶贫政策的效

果。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有效提高了贫困人群在
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应对脆弱性等方面的表现，
从而间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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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扶贫政策对农户生产能力的影响。扶贫政
策对农户生产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
面: 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条件和人力资本。《纲要》
实施期间，贫困地区这 3 方面都表现出更快的增长
趋势，充分表明扶贫政策有效提高了农户的生产

能力。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

一步缩小。2002—2010 年，扶贫重点县行政村通
公路、通电、通电话、通电视信号的比例有了明显的
提高，分别增加了 4. 1、2、14. 6 和 2. 5 个百分点。
行政村“四通”的比例都在 98%以上，表明扶贫重
点县行政村的基础设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

来越小。除此之外，扶贫重点县自然村“四通”的
增长速度表现出比全国平均水平更高的增长速度。
2002—2010 年，扶贫重点县通公路、通电、通电话
的自然村比重分别增加了 15. 9、5、40. 3 和 11. 7 个
百分点，而重点村中有卫生室的比例增加了

12. 5%，这一时期贫困县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要大
大高于全国农村的建设速度。2010 年通公路、通
电、通电话、能接收电视的自然村的比重分别达到
了 88. 1%、98%、92. 9% 和 95. 6% ( 国家统计局，
2003，2011)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表明扶贫政策在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上发

挥的巨大作用。
2002—2010 年，贫困地区农户生产能力主要
方面如生产资料、粮食产量都在不断增加。一些方
面表现出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更快的增长速度。
农户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 2002 年的 2299. 1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6450. 2 元。汽车、大中型拖拉
机、小型拖拉机拥有量也表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
农户对生产的投资也不断增加，到 2010 年，重点县
农户家庭人均经营费用支出达到了 1098. 9 元，其
中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从 2002 年的 403. 3 元 /
人增加到了 2010 年的 1009. 9 元 /人，年均增长
12. 2%。扶贫重点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粮食播
种面积不断增加，年均增长 1. 4%和 1. 6%。在这
种背景下，重点县的粮食总产量也表现出比全国更

高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4. 18%和 2. 26% ( 国家统计
局，2003，2011) 。
在人力资本方面，2002—2010 年，重点县初中

以上劳动力比例从 46. 8%增加到 57. 6% ( 国家统

计局，2011 ) 。2002—2008 年，重点县中接受技术
援助村的比重从 10%提高到了 13. 1%，重点村中
使用节水栽培技术、有塑料大棚 /温室、拥有农牧业
新技术示范户和举办过专业技术培训村的比重分

别增加了 0. 6、2. 6、5. 3 和 6. 6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
局，2003，2009) 。农村扶贫政策使贫困地区的农户
积累了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从而有更多

机会从市场中获得收入。
2. 扶贫政策对农户市场参与的影响。贫困地
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力参与市场活动，从市

场中获得收入是贫困人群重要的收入来源。扶贫
政策在促进贫困地区农户参与市场方面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扶贫政策和项目促进了劳动力参与市
场。2003 年，贫困县中只有 6. 1%的劳动力接受过
劳动技能培训，到 2008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15. 1%，平均每年增加 1. 8% (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
2003，2009) 。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培训使贫困地
区劳动力外出的概率提高了 10%左右，同时也使
劳动力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增加，培训使来

自贫困地区的非农就业劳动力收入提高了 10% ～
17%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 评估
课题组，2009) 。贫困人群在参与市场活动的过程
中不仅收入和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其面对市场的

能力和信心也明显增强了。2010 年，重点县农户
中 24. 5%的劳动力选择外出就业，比 2003 年提高
6. 2 个百分点。贫困农户 23. 3%的劳动力选择外
出就业，平均在外就业时间 8. 4 个月，其中外出就
业时间在 6 个月以上的占 81. 6% ( 国家统计局，
2004，2011) 。
在多种扶贫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贫困地区农户

参与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农户现金纯收入

占总收入的比例从 2002 年的 64. 6%增加到 2010
年的 75. 3%。贫困地区主要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
提高。2010 年农村居民粮食商品化率为 55. 7%，
油料为 60. 1%，蔬菜为 69. 4%，水果为 92. 2%，畜
禽为 87. 3%，均较 2002 年有不同程度提高( 国家
统计局，2003，2011) 。

3. 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新时期农
村扶贫政策面向贫困人群的社会安全网逐步建立

起来。2007 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农
村推行，构成了中国农村贫困人群社会安全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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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框架。截至 2010 年底，全国有 2528. 7 万户、
5214. 0 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农村低保的覆盖面、
补贴标准不断提高( 民政部，2011 ) 。2010 年扶贫
重点县中低保户的比例达到了 9. 9%，低保的覆盖
面继续扩大，低保户户均领取的低保金达到 802
元。与此同时，农村养老保险在扶贫重点县也逐渐
推广，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户比例和人口比例分

别达到了 16. 5%和 42%。医疗方面，2010 年扶贫
重点县参加新农合的农户比例达到 93. 3%，人均
报销医疗费用 13. 8 元，占总医疗费用的 7. 7% ( 国
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 。加上面向贫困
地区的义务教育工程，向贫困儿童补助住宿费和生

活费的政策，形成了面向贫困人群涵盖生活保障、
医疗保障、教育服务的社会安全网，对中国农村减
贫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仅减少了收入贫困，降低

了贫困发生率，缓解了在教育、卫生和社会发展等
方面的多维贫困。除此之外，农村扶贫政策还考虑
了市场风险的冲击。贫困户提供风险基金保障和
市场营销支持使其更好规避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一些省份建立了产业发展基金和风险基金支持贫

困农户，农村扶贫政策针对农户脆弱性的措施使贫

困农户能够缓冲脆弱性的冲击，避免生计框架的崩

溃，进而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机会和能力。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通过新世纪以来贫困地区收入分配变动趋势

以及扶贫开发政策的影响过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

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有助于缩小贫困地区和一般

地区的发展差距。开发式扶贫政策显著改善了贫
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户创收活

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基础设施、科技服务和
产业化的发展等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户平均收入的

提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之

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区域性的开发式扶贫

政策，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差距比现在还要

大。补贴式扶贫政策除了直接增加贫困人群的收
入，从而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外，其更重要

的意义在于缓解了贫困人群面对各种冲击的脆

弱性。
农村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仅体现

在收入的维度，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
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显著改善了贫困地

区农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和能力，从而使处

于收入分配结构低端的贫困人群不至于长期在贫

困陷阱中挣扎而不能获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原本并不利于穷人的经济

增长过程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的

性质，这在全国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

势下是难能可贵的，表明农村扶贫政策对缓解收入

分配差距扩大的重大意义。

不同的扶贫政策对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效

果和机制。整村推进从总体上改善了贫困地区分
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和能力，产业化扶贫和劳动

力培训转移主要从促进市场参与和提高生产能力

方面发挥作用，而收入补贴政策则从缓解贫困脆弱

性的角度直接影响收入分配结构。扶贫政策对收
入分配的影响效果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以基尼系
数衡量，补贴式扶贫政策被证明有助于缓解贫困地

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
产业化扶贫等则有效地减少了贫困地区与其他地

区的收入差距，但很可能扩大了贫困地区内部的差

距。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占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62%下降到 2009
年的 35%。主要农村扶贫项目如整村推进、劳动
力培训转移、产业化扶贫等在实施的过程中都存在
一定程度的瞄准偏差，受益的农户主要是贫困社区

中的中等收入户和高收入户。
尽管只有很少比例的处于深度贫困的农户能

够从扶贫项目中受益，但是深度贫困的农户获得扶

贫资金后却往往能够收到更加显著的减贫效果。
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在 2007—2009 年如果能够获得
扶贫资金投入的话，其纯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

44. 18%、48. 35%和 47. 43%，这种收入增长速度是
非常惊人的。表明现行扶贫政策存在偏差的同时，
也表明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

入的同时改善扶贫资金的瞄准。一方面，继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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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

移支付。全面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生产发展
条件，加强农村低保、医疗保险、大病救助等社会安
全网建设的公共服务支出，以使贫困人群在生产能

力、市场参与和脆弱性缓解等方面都有机会和能力
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另一
方面，改善扶贫资金和项目瞄准的准确程度，在县

级和村级都已经建立好发展的环境后，未来扶贫政

策的瞄准层次应该集中在农户层次，有必要开发更

多的瞄准农户的扶贫项目，尤其是处于深度贫困的

农户。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经历了从重点县到
重点村的瞄准过程，未来农村扶贫政策需要瞄准贫

困农户进行包括教育、医疗、信贷、产业等多维度的
全面干预。只有如此，农村扶贫政策才能在发挥缩
小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差距的同时，缩小贫困地

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使更多的贫困农户分享经济增

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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